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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基本特征、本质要求做了系统、深入的论述，对“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做出了全面擘画，为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

了根本遵循。

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与金融的使命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
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多面

体，各占一面却又相互连接，是中国式现代化大厦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金融则是混凝土增强剂，
渗透并活跃在每一面，支撑并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大厦的巍然耸立。

（一）人口规模巨大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 从人口数量看，截至 ２０２１
年，中国人口数量已达 １４. １ 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１８％，是目前世界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

人口总和的 １. ５ 倍以上。 如此巨大规模人口整体迈向现代化，其难度之大史无前例。 从人口结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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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 １８. ７％，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 １. ３，
这意味着我国老龄人口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研究表明，人口规模对 ＧＤＰ 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人
口增长停滞和老龄化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持续低于潜在增长率；库兹涅茨则指出，大国“往往允许陈旧

的结构和过时的产业存活下来”（奥尔法·阿卢伊尼，２０２０）。 一方面，这意味着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
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型的挑战同样巨大。 但另一方面，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巨大的经济规模，新
兴产业的成长和内需释放存在巨大空间。 巨大的人口规模可以帮助中国突破亚当·斯密提出的“分
工受市场广度的制约”，分工细化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后者导致消费扩展、刺激市场广度，诱致

劳动力分工进一步细化，从而缓解分工细化和规模经济之间的矛盾，加速形成报酬递增的分工效应，
并以巨量需求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 而为了改善交易和信息成本，金融系统有一个主要功能，即在

不确定的环境中促进资源的跨时空分配（Ｍｅｒｔｏｎ 和 Ｂｏｄｉｅ， １９９５），这意味着金融能够极大地提升人类

减少生存风险和跨期配置资源以促进增长的能力，有助于有效应对转型期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种种

挑战，由于“产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金融作为产业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催化剂”，更可助

推产业体系现代化，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物质技术基础。
（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几乎没有个人财产到个人财产的高速积累与显著分化”（赵人

伟，２０２１），尽管党中央逐步把实现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但总体而言，中国收入与财富分

配差距仍然较大，①需要金融发挥弥合作用。 一方面，金融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

裕的物质基础。 共同富裕的基础是经济增长，充满活力的金融市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Ｌｅｖｉｎｅ 和

Ｚｅｒｖｏｓ， １９９８），且金融组织对国家引导经济发展的能力有直接影响（Ｌｅｎｉｎ， １９１６）。 具体而言，金
融促进共同富裕，主要体现在使金融回归本源，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城乡区域发展的平衡

性、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等方面（何德旭，２０２２）。 另一方面，金融对于防止两极分化不可或缺。
在收入不平等方面，研究表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与收入不平等程度显著负相关（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和

Ｎｅｗｍａｎ， １９９３； Ｇａｌｏｒ 和 Ｚｅｉｒａ， １９９３），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信贷可得性的增加使更多家庭可

以基于支出的合理安排做出选择，收入不平等程度将趋于下降（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和 Ｊｏｖａｎｏｖｉｃ， １９９０）。
在财富不平等方面，差别准入造成的信贷获取能力差异使某些群体的财富增值凌驾于其他群体。
正如托马斯·皮凯蒂（２０１４）在《２１ 世纪资本论》中指出的，资本性收入的分配比劳动收入更加不

平等。 在美国，由于获得抵押贷款的能力弱（Ｐａｇｅｒ 和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２００８），非裔美国人的房屋拥有率

长期落后于白人，从而进一步加大了财富的两极分化。 金融化带来的分配效应，即金融从业者工

资与金融业利润大幅提高、食利性收入快速攀升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不容小觑，而普惠金融若是

“普”而不“惠”（如掠夺性贷款）亦有可能加大收入差距。 张晓晶（２０２１）认为，适度、规范的金融发

展有利于减轻不平等。 正如罗伯特·希勒（２０１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指出的，金融有足够

的潜力为我们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因为金融对风险的有效管理以及对随机性的减少

能够带来社会不平等程度的降低。
（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需要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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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金融作为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其对物质文明的影响毋庸多言。 此处仅以精神文明的土壤———
文化为例。 一方面，文化无所不在地渗入各项金融活动。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斯兰银行和金融

的全球发展（Ｊａｃｋｓｏｎ， １９９９），此外，还有包括宗教动机驱动的投资基金，以及旨在保护和促进参与

主流金融市场的信徒的信仰表达甄别机制（Ｋｕｒｔｚ 和 ｄｉＢａｒｔｏｌｏｍｅｏ，２００５；Ｍｕｅｌｌｅｒ， １９９４）。 一项以中

国为背景的研究也表明，由于文化适应压力影响交易成本、资源整合、信任水平，其对银行业市场

结构与企业家精神的因果关联存在调节作用，随着文化适应压力的下降，银行集中度下降对当地

企业家精神的正向影响增强（张雪兰、杨瑞桐，２０２２）。 另一方面，金融亦能形塑文化。 关于合会①

这一替代性金融形式的研究为与金融相关的社会关系、声望和价值文化提供了洞见。 例如，印度

尼西亚独立后的政府试图用合会（Ａｒｉｓａｎ）来培养社区主义的精神；关于加勒比地区的合会（Ｓｕｓｕ）
也有这样表述：“它们的精神气质（曾）……指导后殖民地农业的本土发展”（Ｂｅｓｓｏｎ， １９９５）。 换言

之，类似合会这样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往往与国家及意识形态工程关联在一起。 不仅如此，金融始

终与文化同频共振。 人类学的记载表明，“通过多样的宗教上变化的技巧对金融的去神圣化和再

神圣化的引入，不仅仅是金融从世俗到神圣，从渎神到敬神，从虚构到真实等的循环转化。 在这种

循环中产生的振动，也使重塑和扩大了的新金融工具的市场产生共鸣并找到了解决方式” （卡瑞

恩·克诺尔·塞蒂娜、亚力克斯·普瑞达，２０１９）。 由此可见，金融不仅有助于厚植中国式现代化

的物质基础，而且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相辅

相成。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金融必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２０１６）明确指出：“发
展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根据 ２０１６ 年中国

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印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
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

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绿色金融体系则是指“通过绿色信

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

支持经济向绿色化转型的制度安排”。 绿色金融发展在全球蔚为潮流，旨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负
责任投资原则（ＰＲＩ）》《赤道原则》等绿色金融规范成为金融投资的重要决策依据，环境、社会责任

和公司治理（ＥＳＧ）评价在投资者 ／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促进企业完善气候信息披露，提升企业和

经济体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方面正发挥着日益积极的作用。 大量经验研究证实，绿色金融能

够通过支持可持续发展行业、优化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节能环保领域的技术创新以及帮

助企业控制环境风险等途径促进绿色发展（帕瓦达瓦蒂尼·桑达拉彦等，２０１６；Ｖｏｌｚ，２０１８），提升经

济增长质量。
（五）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
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正如习近平（２０１４）指出的，“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

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 金融在推动走和平发展道路方面能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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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积极作用。 一方面，发展普惠金融是推动包容性增长和社会公正的重要途径，这已成为全球共

识，①金融对维护世界和平的推动作用在实践中亦有典型案例可循。 全球第一个社会股票交易

所———影响力投资交易所（Ｉｍｐａ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的创始人 Ｄｕｒｒｅｅｎ Ｓｈａｈｎａｚ 就主张促进金融

包容能够缩小不平等差距这一冲突的关键来源。 通过发行妇女生计债券、妇女健康债券和可持续

渔业债券等创新金融工具，影响力投资交易所成功地影响了 ４０ 个国家 １５００ 多万弱势群体。 其于

２０１８ 年发起可持续和平创新金融倡议（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ｅａｃｅ），其使命正是利用

金融市场的力量推进全球建设和平议程。② 另一方面，金融已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

量。 全球资本市场的力量早已能够影响政府决策（Ａｒｒｉｇｈｉ， １９９４），全球金融体系的运作逻辑本身

也已成为经济政策的规则（Ｓａｓｓｅｎ， ２００８）。 “全球化融合了制度变革动力和政策因素，将资本市场

构建为一种独特的制度秩序”。 这种日益正式的制度秩序是碎片化的、专业化的，但并不遵循各个

国家的法律。 这也就使国际金融合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因此走和平发展道路必须考虑金融因

素。 不仅如此，在极端情况下，“以战止战”求和平，也必须仰仗金融的力量，因为“战争已经成为财

政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双重考验”（Ｃａｒｒｕｔｈｅｒｓ， １９９６）。 而罗伯特·希勒（２０１２）则指出，金融关联度

能够预防战争的爆发，不仅是因为战争影响资本流动，更重要的是其提供了一个能够宣泄人类进

犯本性的舞台。 综上所述，当今世界谋求和平与发展，金融已然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二、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金融体系强化“三大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既观照到人口、技术进步、制度等长期经济增长要素，又兼

顾人类面临的气候、老龄化、不平等三大经济挑战。 规模巨大的人口要实现共同富裕，同时实现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离不开党的举旗定向、运筹帷

幄，离不开对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关注，也离不开坚实的经济物质技术基础。 因而，金融体系

要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必须强化“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以
人民为中心、金融经济共生共荣”三大理念。

（一）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要求之一，金融体系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

一领导正是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

作，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历经多次重大风险考验，没有发生过全面的金融危机，金融业保持快

速发展，金融改革有序推进，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增强，金融监管得到加强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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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世界银行认为，向穷人和边缘化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将使他们能够利用各种金融产品来创办和发展企业，投资教育

和工作技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保护自己、家人和企业免受各种冲击的影响。
该倡议为期五年，其任务是利用创新的金融机制筹集 １０ 亿美元，影响 １ 亿人的生活，为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建设和

平而努力———在冲突后国家、冲突高风险国家和寻求通过建立系统性的社会经济复原力来减轻日益严重的暴力威胁的国家。 该

倡议旨在实现三个基本目标：有效利用金融市场，通过创建“有商业价值”的公司、平等的社区和对所有人都有复原力的地球，推动

世界各地的可持续和平；将性别视角融入全球和平红利，将叙事从视妇女为战争受害者转变为承认妇女是建设和平的重要力量；
激励来自公共、私营和慈善部门的主要利益攸关方共同为和平创造创新金融产品。 参见 Ｃａ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Ｂｅ Ｔａｐｐｅｄ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ｈｔｔｐｓ： ／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ｈａｒｔｏｎ. ｕｐｅｎｎ. ｅｄ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ｍｐａｃｔ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 。



关键正在于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新时代十年中国金融的发展充分证明了党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能力，党的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最大政治优势，是中国金融发展的最大特色。

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才能确保金融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先锋性

政党（鄢一龙，２０２０），是通过领导、组织与动员党员及人民，实现国家战略使命的新型政党。 先锋

性政党的领导，是中国式善治的关键与根本优势。 面对层出不穷的严峻考验，党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习近平，２０２２ａ），党在金融工作中举旗定向，
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以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加强法治

建设为保障、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金融改革务实渐进，不断适应新的经济增长方式，金融业综

合实力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稳步提升。
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才能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因为恰当的政府干预和制度约束

能够通过中断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内生过程，并以非市场决定的数值作为“初始条件”而再次启动

经济过程，从而改变金融不稳定的表现和周期的形状（Ｍｉｎｓｋｙ， １９７３）。 不仅如此，由于金融问题的

全局性与中国渐进式改革局部性之间的矛盾导致结构性套利机会长期存在（何佳，２０２０），金融资

产定价机制扭曲，使资产价格对风险不敏感，①从而引发更多的套利行为，导致金融创新偏向跨界

和跨境的套利，成为中国金融系统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 有效抑制渐进性改革的结构性套利机会

需要依靠金融体系外部的力量，最主要的就是要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二）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金融体系理当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这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西方金融逻辑的本质区别。 “文明进步，群治日新，必
借鉴于古先，乃可求其幸福”（王栻，１９８０）。 “以人民为中心”既是缘于“民为邦本”的中华传统文

化，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进一步阐发———“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

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

社会指明了方向”。②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习近平，
２０２２ｂ），要“深刻认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针对性”（习近平，
２０２２ｃ），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２０２２ｄ）。 这就要求金融体系想人民所

想，解人民所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健全具有高度

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切实

解决贷款难贷款贵问题”（习近平，２０２２ｅ），解决“特别需要支持的一些‘三农’、小微、科技、创新企

业等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尚未得到充分支持”（黄益平、王勋，２０２２）等问题，用金融服

务化解社会痛点和百姓难点，担当社会责任，为人民美好的金融生活添砖加瓦。
“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惠及中国人民，而且兼济人类命运共同体。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

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中华民族治国理念中一直都保有着“天下大同”
的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主张，“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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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１，２０２３

①

②

从历史经验看，美国股票市场过去 ２００ 年的市场风险溢价约为 ６％ ，欧洲国家为 ４％ ～ ６％ 。 我国股票市场作为新兴市

场，风险溢价理应更高。 然而，２００２—２０１８ 年我国股市平均风险溢价仅为 １. １７％ ，这说明股票定价机制存在扭曲。 参见黄益平和

王勋（２０２２）。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４２４ 页。



更好惠及各国人民”，①要致力于与有关国家“加强合作，实现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

沟通、民心相通，共同打造开放合作平台，为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② 金融体系在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进程中，肩负着以金融促进和平发展的重任，必须持续稳步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稳步推

进人民币国际化，创新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不断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加大金融支持“一带

一路”建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形成系统性、制度性开放局面，扎实牢筑金融安全

网，为开放之路保驾护航。
（三）金融经济共生共荣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

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

天职”。 一方面，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金融利

用期限转换、信用转换等方式实现资本跨时空配置，引导实体经济资源优化配置；其二，金融发挥

其价值实现的交换功能，作用于流通过程，维护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空间并存性和时

间继起性，有助于生产、分工和交换的不断扩大；其三，金融发挥其基于规模经济和专业技术的信

息揭示和甄别优势，通过激励相容机制来实现风险缓释和流动性不匹配的转移 （Ｄｉａｍｏｎｄ 和

Ｄｙｂｖｉｇ，１９８３），降低实体企业风险承担，提高实体经济风险防控和化解能力。 反之，金融若是严重

脱实向虚，资本若是无序逐利扩张，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将引发严重的系统性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

造成巨大的冲击和破坏。 习近平（２０１５）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就明确指出，“２００８ 年爆发的国

际经济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 另一方面，唯有经济繁

荣，才能确保金融发展、实现金融稳定。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张，“理解繁荣和萧条顺序的关

键是利润率的运动”（Ｃａｒｃｈｅｄｉ 和 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１８）。 事实上，实体经济利润率的长期、隐性下降正是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最重要原因。 由于生产性资本萎靡不振，资本转向了诸如房地产、金
融等非生产性部门。 换言之，“如果资本家生产商品不能获得足够的利润，他们会尝试通过在证券

交易所下游或购买其他金融工具来赚钱”。③ 在低利率和管制放松的推动下，增加对虚拟资本而非

生产性资本的投资，成为资本提高利润的一种策略，后者导致了资产价格的膨胀，而资产价格的大

规模崩溃又引发了支付、投资和有效需求问题，导致经济衰退。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不论经

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 我国

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④主张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防范金融风险的

根本举措，也是跨越西方“资本至上”陷阱，基于对经济与金融关系观察所得出的深刻洞见。 因此，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金融体系必须牢固树立经济金融共生共荣的理念，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

济的体制机制，疏导金融体系流动性精准有效地流向实体经济，精准滴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助力绿色转型与“双碳”目标的实现，切实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实现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形成经济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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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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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主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１６ 页。



三、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金融体系具备“六大特征”

（一）政治性

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好新形势下各项金融工作。 一是要深刻认识到坚持党

对金融工作全面领导的极端重要性，提高政治站位，心怀“国之大者”，厚植“金融报国”情怀。 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强化金融改革政治担当，系统推进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不断提

高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二是要毫不动

摇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地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落实“党建入章”工作。 把党的领导

融入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各个环节，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进一

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旗帜鲜明地突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实现党发挥作用的组织

化、制度化、具体化，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的作用，真正把党的领导这一政治优势

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经营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 三是要坚持党管金融干部原则，树
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加大优秀年轻干部培养力度，培养、选拔、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作风优良、
精通金融工作的干部队伍。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等“关键少数”的监

督，探索建立一体推进惩治金融腐败和防控金融风险的相关机制。 四是坚持全面覆盖抓党建、以
上率下抓党建、创新思路抓党建，推动金融机构党建工作与经营管理深度融合，与业务工作同频共

振、相融互促，自觉围绕党的方针政策和党的中心工作、大事要事开展金融工作，在党建引领中筑

牢金融发展之基。
（二）人民性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方面，聚焦就业、社保、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重点领域，
围绕社会民生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持续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推动金融服务下沉到更多

的消费群体和更丰富的消费场景中，更好地实现金融为民、利民、惠民、安民。 一是大力发展数字

普惠金融，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可获得性、安全性和便捷性，有效降低金融交易门槛、
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在有效市场细分的基础之上，甄别不同细分市场金融服务需求，设
计或完善普惠金融产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融资技术创新，降低信息不对称及交易成本，以
“量”补“价”，使普惠金融真正做到既“普”且“惠”又商业可持续。 二是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持
续加大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及金融扶贫力度，以数字化手段创新金融产品，为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强
化农业技术装备、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强化乡村基础设施提供配套金融服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改善贫困地区的融资约束，降低综合融资成本，推动乡村善用资源禀赋、提升经营绩效，变“输血”
为“造血”。 三是大力发展养老金融，积极配合国家相关政策，拓展养老金融的服务对象、降低服务

门槛，促进财富在不同代际、群体之间合理有序的转移。 四是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重视

消费者权益保护，倾听客户的呼声、关注客户的体验、解决客户的困难，不断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另一方面，发挥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再分配效应，实现向以劳动报酬为主要收入的中低收入人

群的政策倾斜，缩小收入及财富差距，助力共同富裕。 总量型货币政策着眼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促进企业扩大再生产和增加就业；结构性货币政策加大“精准滴灌”力度，
引导资金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流动，促进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进一步收窄，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的问题，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信贷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相协同，优化信贷资源配置，促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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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协调发展，并改善收入分配、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
（三）安全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

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

线。”金融体系要凸显安全性特征，要从宏观政策和微观管理两个层面着手。 宏观政策层面，跨周

期与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进一步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加
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健全防范

化解风险长效机制；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加强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金

融风险识别和预警，密切关注可能爆发的全球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的外溢效应及突发冲击，着力降

低信用风险，维护股市、债市、汇市平稳运行；完善存款保险早期纠正机制，完善高风险金融机构市

场化法治化退出机制，筑牢金融安全网；完善及顺畅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管理运作，重视提高领导干

部统筹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能力，落实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形成全

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格局。 微观管理层面，增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高度关注经济与金融

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以及境内外监管持续趋严等带来的挑战和风险，提高风险预见和预判能力，
对重大风险因素设置防线，对风险动荡源、传染点、传导链和影响面做到心中有数，建立产品全生

命周期风险评估与审查机制，对各类风险传导保持高度警惕并建立阻断机制，不断完善全面主动

智能的风险管理体制机制，提升风险防控的制度保障、科技支撑和管理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风险的底线。
（四）效益性

金融体系要提高实体经济服务质效，要以建设金融市场体系①为纲，重点是破解市场分割和定

价机制扭曲（徐忠，２０１８）。 一是在健全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确保货币政策稳健中性、信贷合理充

裕的同时，继续推进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金融资源稀缺程度、金融生态

成本的金融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优化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为短期政策利率和以中期借贷便

利利率为中期政策利率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健全利率走廊机制，稳步推进利率、汇率等金融要

素市场化改革，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性和透明度，有效管理和引导预期。 二是健全资本市场

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拓宽资金包容度和覆盖面，形成适应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差异

化融资需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风险缓释、政策传导、预期管

理等方面独特而重要的功能，将不同风险偏好、期限的资金更为精准高效地转化为资本，促进要

素向最具潜力的领域协同集聚，提高要素配置质量和配置效率，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

代化。 三是要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通过加大对现代金融技术的应用，加快金融基础设

施建设，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交易成本。 特别是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

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金融机构要着眼于为实体经济减负让利，尤其是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

业和中小微企业，要从供给端入手，满足企业融资需求，与企业共渡难关。 四是要优化金融资源

配置，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提升政策性金融支持国家战略的能力；在发挥传统优势支持新型基

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大对制造强国、质量强

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等领域的金融资源投入和支持力度；在为持续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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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融深化理论指出，金融深化有三个层次：一是金融增长，即金融规模不断扩大；二是金融产品、金融机构的逐渐优化；三
是金融市场（价格）机制的逐步完善，使金融资源在市场机制下得到优化配置。



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及相对薄弱区域支持战略提供金融支持的同时，支持京津冀、长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成渝经济圈等区域新的经济增长动能的培育，助力深化改革和

产业升级。
（五）创新性

一是着眼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满足各类科创主体融资需求，以科技金融创新

推动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产业迭代。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适应发展更多依

靠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势，推动金融服务结构和质量来一个转变”的要求，①“加强和改善对企

业技术创新的金融服务，加大资本市场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②主要包括：发挥股权资本促进

创新的作用，加快培育形成各具特色、充满活力、市场化动作、专业化管理的创业投资机构体系，形
成科研、产业、金融三者的良性循环；创新运用投贷联动、投保联动、投债联动、科创基金等多种方

式，创新优化知识产权融资产品，为科创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一揽子金融服务；加大对

“卡脖子”等关键领域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数字经济等新动能的支持力度，从过

去单一为客户服务转向为供应链、产业链集群客户服务，通过供应链金融、产业链资本、生态链基

金等产融结合的创新，有效整合传统与非传统金融资源，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国内企业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二是着眼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数字绿色金融服务创新。 通过大数

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支持，强化“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ＥＳＧ）”信

息披露，运用多维数据评估环境和气候风险，加大支持新能源、绿色交通、传统产业降能耗减排放

改造升级的力度，支持碳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资源集约、管理协同和智慧运营，全面推进包括

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绿色租赁等绿色金融业务的创新与拓展，引导社会资金有序流向

绿色低碳领域。 三是着眼于居民财富管理需求，差异化创新金融产品。 规范引导各类财富管理

机构从产品、服务、资金投向和准入门槛等方面进行多领域、多模式的产品创新，融合海量金融数

据资产要素，全面布局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领域，全面支持客户营销、产品创新、风险控制、
内部管理、生态建设等多领域智能化创新，全面优化客户体验，满足不同细分市场客户群体的理

财需求。
（六）开放性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实现由商品和要素流动

型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系统化、制度

化开放；深入推进实施公平竞争政策，依法依规支持符合条件的各类资本进入金融业，做到机会平

等、公平进入、有序竞争，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激发市场主体竞争和创新活力；稳慎推进人民币

国际化，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

基本稳定；巩固香港国际中心地位，扩大内地与香港市场的互联互通，进一步丰富互联互通投资品

种，便利境内外投资者参与内地和香港两个资本市场，提升境内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水平；强化离

岸人民币业务中心优势，推动市场提供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投资工具，以及稳妥高效的汇兑、汇率

风险和利率风险管理服务；开展本币互换，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坚持扩大开放与维护金融安全并

重，不断提高开放条件下的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继续建立健全“宏观审慎 ＋ 微观监

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稳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保留适当的跨境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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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尤其是对跨境银行借贷、地下渠道资本流动、衍生品跨境流动等高风险科目的管控；切实推

进金融创新，创新国际化的融资模式，深化金融领域合作，打造多层次金融平台，建立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的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深度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完善与制定，
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变革，推动境内外各类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完善适应金融双

向开放的制度体系，形成金融制度性、系统性高水平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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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ｕｓ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ｂｅ ｐｅｏｐ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ｔａｋ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ｎｌｙ ｂｙ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ａ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ｋｅ 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ｓｕ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ｅｏｐ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ｔｗｏ⁃ｗａｙ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ｕ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ｕｓｔ ｕｐｈｏｌ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ｔａｋ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ａｔ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ｌｉｆｅｂｌｏ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ｓ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ｅｎ ｄｕ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ｓａｆ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ｏｖ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ｒｕｌ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ｏ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ｉｎ ｐｏｉｎｔ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ｎａｒｒｏｗ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ｂｕｉｌｄ ａ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ｎｅ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ｍ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ｍｅａｎｓ ｆｏｒ ｒｉｓｋ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ｌｙ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ｌｉｎｅ ｏｆ ｎｏ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ｉｓｋ 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ｎｅｗ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ａｋ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ｏ ｍｅｅ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ｗｅａｌｔ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 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ｆｒｏｍ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ｌｏｗ ｔｏ ｏｎｅ ｂ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Ｐｅｏｐ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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